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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是最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获奖

时的国籍为中国），他被世界物理学界誉称为自爱

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 20 世纪 物理学出 类拔萃的

设计师， 他的规范场理论使他在世界科技史上获

得了可与牛顿、爱因斯坦比肩的学术地位。 晚年的

杨 振 宁 则 对 中 国 近 代 物 理 学 史 产 生 了 浓 厚 的 兴

趣，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 他的研究取得了哪

些主要成果？ 有何特点及其影响？ 本文拟就这些问

题试作一个初步的归纳与探讨。

一、杨振宁研究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的
主要成果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 杨振宁开始特别关注

中国物理学史， 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精力去进行

研究。 他发现，中国学者一些杰出的工作，后来被

广泛吸收到别的著作和论文中去， 人们一再引用

这些著作，却忘记了原始论文的作者。 为此，他写

了多篇“澄清事实真相，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重

要论文评价中国科学家科学贡献的文章， 用中英

文在国内外有关刊物和会议发表。 由于他的地位

和巨大影响，使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为世人所知晓，
为争取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科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

增强中国人的科学自信心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
自从 1930 年泡利（W·Pauli）提出中微子可能

存在的假说后， 关于中微子存在的实验久久未能

取得成功。 因为中微子不带电，不容易用探测器发

现而且它几乎不与物质碰撞 （可以穿过 100 光年

厚的水层而不与任何原子相碰撞， 自由穿过地球

更不在话下）。 1941 年 10 月，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艰

难的岁月，王淦昌从贵州湄潭（浙江大学避难地）
向美国《物理评论》寄去了一篇论文，建议用 K 俘

获测量反应后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 进而找到

放 射 出 的 中 微 子 的 质 量 和 能 量 的 办 法 寻 找 中 微

子。 王淦昌这一实验构想极富创造性，一语中的，
道破了问题的关键。 文章发表后几个月，就有实验

物理学家按他这一建议做实验检验， 终于在 1952
年由美国的戴维斯（R.Davis,Jr.）按王淦昌建议的方

法做了用 Be7 的 K 电子俘获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

存在。 但现在人们提到中微子的存在实验时，往往

只有戴维斯的工作， 却把王淦昌的原始构想忽略

了，杨振宁为此与李炳安合作研究，写了《王淦昌

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一文，发表在中国《物理》杂

志 1986 年 15 卷 12 期上，澄清了这一历史事实真

相，并广泛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1]（P717-718）

（二）《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没》
1928 年英国大物理学家狄拉克提出量子电动

力学，预言一切粒子都有反粒子，很多物理学家都

不相信。 直到 1932 年美国安德森发现正电子才加

以证实。 1933 年，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阐述了正负

电子对产生和湮灭的过程， 终于平息了对狄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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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怀疑浪潮。 但是，这两项重要的工作都无例

外地受到赵忠尧 1930 年实验结果的启发，而电子

对的产生和湮灭的实验基础， 更直接源于赵忠尧

先生的两个最早并最精确的成功实验。 当事人安

德森在 1983 年的回忆和奥克里尼 1980 年对日本

的早川的谈话中都为此作了证明。 但奥克里尼在

1933 年的文章中对赵忠尧实验的处理却是令人遗

憾的。 赵忠尧 1929 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实验

研究时发现了重元素（如铅）对硬 γ 射线的“反常

吸收”现象。 因导师密立根不相信，论文延至 1930
年 5 月 15 日才投往《美国国家科学院通报》，数月

后刊出。 同在 1930 年，英国的泰伦特、格雷，德国

的迈特纳、霍普费尔德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但据

1932 年的分析，以赵忠尧的实验数据最为准确。 可

是有些德国文献将“反常吸收”称为“迈 特纳———
霍普费尔德效应”。 紧接着，赵忠尧做了更为困难

的散辐射实验，发现与“反常吸收”相伴的还有“额

外散辐射”， 并指出他相当于 0.5 兆电子伏特的光

子。 赵先生的实验表明，赵忠尧实际上发现了电子

对的湮灭现象，实验报告也在 1930 年发表。 可是，
布莱克特和奥克里尼在 1933 年的文章中解释“反

常吸收”和“额外吸收”时，所引用的实验报告却首

先是泰伦特和格雷 1932 年的论文，最后才是赵忠

尧 的 论 文， 且 把 赵 忠 尧 的 论 文 发 表 时 间 误 写 为

1931 年，这显然是太不公平了。 更有甚者，布莱克

特和奥克里尼在其文章中解释电子对湮灭过程时

用到额外散辐射相当于 0.5 兆电子伏特的关健性

数据是赵忠尧的实验数据。 而迈特纳和霍普费尔

德的论文根本就没有提到“额外散辐射”，更不 用

说有什么数据了。 这样一来，错误的或根本无关的

论文放在前面， 唯一正确的赵忠尧的论文却被置

于次要地位，这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所以，杨振

宁与李炳安用英文合写了《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

和 电 子 对 湮 没》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rn
Physics A,Vol.4.No.17,P4325,1989）一文，纠 正 了 这

一令人遗憾的事，澄清了事实真相，以正物理学界

视听。 [1]（P718-719）杨振宁后来在《曙光集》中说，“多年

来国内盛传他于 1930 年的工作十分重要，但是没

有人仔细研 究过 1930 年前后 的物理学前 沿发展

情 形， 与 他 的 文 章 为 什 么 没 有 在 当 时 被 大 家 重

视”，“我约同李炳安花了半年时间写成此文。 我们

觉得写得不错。 对 1930 年前后的情形分析得相当

准确而透彻。 听说赵先生看了也很赞赏”。 [2]（P123）

（三）《一个真实的故事》
1986 年 ， 杨 振 宁 在 纽 约 买 到 一 本 新 书 The

Second Creation，汉译名《第二次创生》。 [3]全书二十

章有三章专门讨论发现重整化这一重要概念的实

验与理论经过， 实验和理论的重要贡献者都分别

于 1955 年和 1965 年获得诺贝尔奖。 实验获奖者

兰姆是因在 1946-1947 年发现兰姆位移， 奠定了

重整化理论的实验基础而获奖的。 但他的工作是

建 立 在 中 国 物 理 学 家 谢 玉 铭 和 豪 斯 顿 的 基 础 上

的， 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的中国物理学家谢

玉铭和豪斯顿（W·V·Houston）早在 1933 年就发表

了极准确的实验结果。 《第二次创生》的作者在书

中对此极为推崇， 并说他们实验报告中作了一个

“从现在看来是惊人的提议”： 他们的实验结果与

当时的理论结果不符合， 他们说这可能是因为对

于光子与原子的相互作用， 理论工作者没有正确

处理所致。 谢玉铭他们的实验结果从今天看来是

正确的，他们的提议也正是后来 40 年代关于重整

化理论的主要发展方向。 不幸的是同时期有几个

别的实验但得出了不同的结果， 产生了混乱的辩

论，使得谢玉铭和豪斯顿的“惊人的提议”没有引

起当时理论物理学界的广泛注意。 10 多年后，兰姆

用新技术得出了高度准确的实验结果， 引起大震

惊，才导致出重整化理论的发展。 杨振宁从未听说

过谢玉铭和豪斯顿的工作，看了《第二次创生》作

者对他们的工作如此推崇以后， 才想到谢玉铭可

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中国著

名半导体物理学家谢希德的父亲、 早年的燕京大

学物理系主任，经核实果然不错。 但谢希德本人因

特殊原因也从未知道父亲做过有如此重要价值和

意义的工作， 更不知获得了别国学者如此高的评

价与推崇。 杨振宁即写了此文，载于中国《物理》杂

志 1987 年第 3 期。
除上述三文以外，杨振宁还为“中国物理学之

父”吴大猷、我国早期数学教育家杨武之、北京大

学教授马仕骏、几何学大师陈省身、华人数学家唯

一的菲尔兹奖获奖者丘成桐、“东方居里夫人”吴

健雄、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两弹元勋”邓稼先

等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写过小传、传记或文章，介绍

并充分评价了他们的科学贡献， 丁肇中小传还被

印在台湾 “中央研究院”1987 年 7 月 30 日宣布建

立的“丁肇中物理学奖金”的证书上；他还写过许

多有关中国杰出科学家其人其事的文章， 如中国

近代物理学先驱吴有训、 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

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周培源、 我国热力学统计物

理研究的开拓者王竹溪、 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

学奠基人之一黄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崔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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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了他们的科学贡献。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 杨振宁兴趣集中到中

国科学与社会发展史上，代表性的演讲论文是《近

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多 年来广为 传

播，他通过回顾后做出了预言性结论：“到 21 世纪

中叶， 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科技强国”。
这一文章与他另一篇讲话 《华人科学家在世界上

的学术地位》以及他在许多场合作的一样，都是为

了帮助改变中国人在新时期、 新形势下的科学自

卑心理，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促进

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杨振宁研究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的
特点

（一）一丝不苟

杨振宁对于中国物理学史研究的治学态度是

一丝不苟。 对中国物理学史研究的每一个论点、观

点，对于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他都不是作新

闻报道式介绍， 而是建立在占有大量历史文献和

科学论据的基础上。 例如，他和李炳安合写的《赵

忠尧与电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灭》 一文参考文献

达 36 条；《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发现》一文参考

文献有 27 条。 为了作题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

回顾与前瞻》这一科学技术社会史方面的演讲，他

参考的文献资料有 12 篇本，还参考了国内外两位

教授的有关书信， 与国内一位教授就有关问题进

行了讨论。 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上，那怕是一

个细节， 杨振宁总是力求做到尽可能精确。 曾于

1985-1986 年与其进行合作研究王淦昌和赵忠尧

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科学贡献 并发表了 重要论

文的李炳安回忆说：“和杨振宁一起合作是很愉快

的，同时向他学到了很多优秀品德。 他具有中国书

香门第知识分子传统的美德，工作极端认真负责。
在写文章过程中，他每词每句都认真推敲、改写，
一丝不苟。 一次在写到一个能量单位 keV 时，我们

两人在字母 k 应该是大写还是小写这个微小问题

上有所争论。 杨先生就自己去资料室查，确实查明

应该是小写 k 才放心。 杨先生博览群书，对科学背

景知道很多， 分析十分深刻， 但绝不随便凭印象

写。 为了写赵忠尧先生在历史上的一些贡献，为了

避免有差错，他亲自拜访了赵先生。 ”[4]（P121）杨振宁

说：“写作时，有两种态度，一是学者的态度，另一

种是新闻记者的态度，若以新闻记者的态度写，结

果肯定成不了有分量的文章。 ”[4]（P121）

（二）求真务实

杨振宁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 都力求做到

求真求实。 《人情物理杨振宁》一书的作者、香港大

公报副总编叶中敏女士曾这样写过她接触杨振宁

所得的印象：“接触杨教授这样的人， 能令你觉得

做人、人生真的可以很真诚、很充实和很美好。 他

没有一刻闲下来，认真对待一切，从不说无聊的空

话和假话”。 [5]（P8）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曾经看过富

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自传。 富兰克林是一位

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又是美国开国元勋，他的为人

和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以及表现出的高尚道德品

质，都给杨振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振宁到美国

留学后，按照惯例要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字，他给

自己起名叫“Franklin”或是“Frank”。 因为 Frank 既

在语音上与 Franklin 相似，在英语词典中又有“诚

实”之意，杨振宁起此名字是要自诫做一个忠诚老

实的学者，以求真求实的态度去做学问，去探索自

然之真谛。 [6]（P191）史学的生命首先在于真实。 在中国

科技史研究中，杨振宁总是抱求真务实的态度，决

不随便凭主观印象写作、演讲。 如前所述，他在写

有关赵忠尧先生在历史上的一些科学贡献的文章

时，为了避免有差错，他亲自去拜访过赵先生，还

后悔未能在奥本海默逝世前去访问他， 因为奥本

海默是最知情的物理学家。
杨振宁对研究中国科技史采取求真务实的态

度， 还表现在他能直言婉拒他人对自己的溢美之

词。 在一次与数学史家张奠宙的对话中，张奠宙告

诉杨振宁，数学系迈耶（M·E·Mayer）在 1977 年出

版的一本书中提到“读一读杨和米尔斯的论文，觉

得作者们清晰地理解了规范势的几何意义。 ”即认

为杨振宁与 米尔斯 1954 年创 立他一生最 高科学

成就杨———米尔斯场理论的时候， 已经清楚理解

了微分几何。 杨振宁听后立即不假思索地否定了

迈耶对自己的溢美。 他说：“不，不是这样。 米尔斯

和我在 1954 年所 做的事只是 想推广麦克 斯韦方

程。 我们并不知道麦克斯韦方程的几何意义，也没

有朝那个方向去想。 对物理学家来说，规范场是植

根于我们对电磁场的描述， 而联络是一种几何概

念，是我 1970 年才了解的。 麦克斯韦方程原来具

有 很 深 的 几 何 意 义， 是 物 理 学 家 意 想 不 到 的 发

现。 ”[1]（P727-728）

（三）客观理性

1999 年 12 月 8 日，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发

表演讲：“这两年朱棣文与崔琦连获诺贝尔奖引起

报刊杂志上许多讨论：‘为什么还没有获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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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做出来？ ’ 这是值得讨论的问

题，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可是讨论时不能意气用

事，不能扯进其他问题，要就事论事，要从长远历

史观点来讨论。 ”[5]（P275）杨振宁在中国物理学史研究

中，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研究中

看问题、想问题，都是尽量做到客观理性的。
杨振宁自幼了解中国不但有几千年灿烂光辉

的文化，也有过蒙受过屈辱的一页。 他了解他父亲

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

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四惨案”、“九·一八

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

后尝尽了种种受歧视的滋味。 [6]（P262）他到美国以后

更是亲眼目睹和亲自感受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种

族歧视。 他为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而“心理充满了悲

哀和愤怒”，也曾为自己购买房子时受到民族歧视

而“怒不可遏”。 但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遇到与民

族歧视相关的问题时，他仍然能够杜绝意气用事，
坚持客观理性地看问题。 当数学史家张奠宙就王

淦昌和赵忠尧等科学家在当代科学前沿作出的一

流成果而在科学界没有获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地位

一事， 问杨振宁这是否说明科学界存在着对华裔

科学家的歧视？ 他这样作了回答：这倒不能一概而

论，总的来说，中国和华裔科学家所取得的科学成

就要比他们享有的荣誉要多， 这有历史和社会的

原因，当然也包括歧视在内。 虽然他认为歧视是客

观存在的，但并不是唯一原因。 他对此作了客观理

性的分析和自我反思，认为“应当看到，一般人引

用文献时，总是喜欢多引用自己熟悉的、认识的或

者打过交道的学者的工作。 ”而“由于中国学者过

去与国际交往较少，别人不熟悉就容易被忽略”[7]。
也就是说， 我们的科学家的一些重要贡献在科学

界被忽视， 也有我们自己做得不足的原因。 他认

为：“如果赵忠尧、王淦昌先生取得博士学位之后，
能在国外多留几年，和国际科学界多打一些交道，
也许情况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从 1930 年到 1937
年抗战这段期间，物理学发展极快，赵忠尧、王淦

昌先生如能在国外继续工作几年， 一定会有更多

的发现，并取得更高的国际学术地位。 ” [7]有鉴于

此，杨振宁认为中国学者多参加国际交流，注意国

际合作还是很重要的。 他希望今后“华裔科学家之

间也应彼此支持，相互介绍推荐，以扩大影响” [7]，
他也赞同张奠宙的看法， 希望多用英文写文章在

国外发表。
人的存在是非单一性的， 在其多种存在方式

中实践是其最基本的存在方式， 实践的天然特质

是理性，科技理性是自然科学的必然哲学。 ［8］与前

期物理学研究一样， 晚年杨振宁研究中国科技史

也秉着科技理性的学术态度， 这一态度在他研究

赵忠尧先生科学贡献问题的实际处理上表现得尤

为突出。 他要为赵忠尧先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辩

护，鸣不平。 但他并不媚上、媚内、媚俗，任意拔高

赵忠尧先生的贡献。 他没有像某些学者那样说赵

先生“发现了正电子”，他研究论文用《赵忠尧与电

子对产生和电子对湮灭》这样一个客观、准确、恰

如其份的题目。 他论证的结果是：赵先生并没有发

现正电子，他只为正电子的发现、为科学界接受狄

拉克的空穴理论起到了促进作用， 奠定了实验基

础。 杨振宁就是这样，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既饱含

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中国责任感， 但同

时又能做到非常客观理性， 这似也是一个研究中

国科技史的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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